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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方毅 周飞舟

提要:本文通过对《仪礼》《礼记》等儒家经典的解读，呈现“报”
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报在交往中突出自卑而尊人的精
神，表现为“礼”的形式。报也是对不同伦理关系的回应，反映出
“伦”的特征。朋友之报，体现为宾主相敬之礼。君臣之报，体现为君
以礼待臣、臣以忠事君，内含着不对等的义务关系。兄弟之报，体现
为丧服中的报服，构成差序对等的格局，蕴含着以仁待人、以义自处
的精神。父子之间的孝则不能还原为报，推孝才有报，此可谓报自孝
出。以报为核心的社会交往，将中国社会的人伦关系纳入施报之礼
中，从而体现出鲜明的伦理意涵。
关键词:报 礼 关系 孝

一、引 言

自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学界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的研究日益深入，

围绕“家庭”和“伦理”的讨论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内涵( 周飞舟，
2018; 肖瑛，2020) 。但是，社会中更广大的部分是“家”外的一般性社会
关系，中国传统社会思想是如何理解这类家外的社会关系的? 相关观点

构成了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
在社会学中，对于一般性社会关系的认识主要受“社会交换论”范式

的影响。在西方社会理论中，社会交往如同“利益”或“权力”的交换( 布
尔迪厄、华康德，2015) ，交换的过程、规则构成了“制度”“法律”“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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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等社会结构( 布劳，2008 ) 。理性的社会行动者通过交换与社会结构
发生互动，交换行为既是对社会结构的内化，也是对社会结构的重塑。一
些社会理论强调人的欲望或情感等非理性部分( 霍克希尔德，2020) ，这种
情感作为人的权利，为交换结构赋予了规范目标，但并未真正挑战社会交

换的基本原则。

在交换论的视角下看待中国社会，一方面会注意到交换现象的普遍

性，另一方面则会注意到这种交换的特殊化和世俗性，表现为交换与社会

结构、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断裂。在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进行着大量人
情交换，然而这些交换多是非制度化的，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制度有着侵蚀

的作用。在西方汉学研究传统下，中国社会被认为是一个世俗的社会，缺
乏超越世俗利益和权力的力量。西方理论预设对“关系”研究的影响，集
中表现在将“关系”还原为以“人情”为名义的私人利益交换。“人情”只
是强化了“关系”的私人性质，这实际上导致了“关系”的污名化( 周飞舟，
2023) 。这种理论预设，不仅与中国社会的经验现实相断裂，也与中国文
明的历史传统相断裂。
本文的目的是追溯中国社会关系理论的源头，理解暗藏在这个连续

文明中的活着的传统。儒家社会思想对于人与人的交往和交换关系有着
丰富的讨论，这些讨论在理论预设上不同于西方思想，其中最为核心的就

是认为交换本身并不是目的，交换是“礼”的形式，而“礼”是教育和自我
实现的方式。尽管当下的社会交往行为更加复杂、多元，但儒家思想塑造
着交往双方的自我认识，对儒家思想的检讨提供了理解经验现实的重要

切口。在儒家思想中，“关系”即“人伦”，基于关系的互动以“施报”为主
要形式。本文将围绕“报”这一概念，展开对先秦儒家思想及其经学解读
的讨论，尝试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思想关于“一般社会关系”的认识。

二、报与“关系”

学术界对于“报”的理解，往往与对中国社会之“关系”的认识相关
联。“关系”作为一个本土概念，在中国社会中有着丰富内涵和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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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了西方研究者和本土学者的普遍重视，其研究范式可以被称为“关系
主义”( 黄光国，2006; 边燕杰，2010; 翟学伟，2020) 。许多学者曾梳理当代
中国社会学的“关系”研究( 边燕杰，2004; 纪莺莺，2012; 沈毅，2013; 周飞
舟，2023) 。当代中国社会学围绕“关系”形成了几个典型的研究议题，如
“社会资本”“关系运作”“礼物交换”等，积累了对“关系”的一些基本认
识。尽管这些研究的范式有着显著差异，但它们从社会行动、社会结构、

社会伦理等方面深化了我们对“关系”的理解。

第一，“关系”意味着一类特殊的社会行动，“关系”同时构成社会行
动的原则和目标，形成了关系对象之间的“闭环”。基于“关系”的行动体
现为利益和权力的交换，交换也就构成了行动的目的，因此这类行动与社

会结构、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不明确的，甚至可能起到“侵蚀”作用。

社会网络研究是这类“关系”分析的典型，形成了基于个人利益表达
的社会关系范式。这种范式以“社会资本”为核心概念，被广泛应用于职
业流动和人际网络的资源获取研究中( 边燕杰、张文宏，2001 ) 。林南
( 2005: 18 － 24) 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嵌入社会
网络中，可供行动者获取和使用。这种定义是功能主义式的，正因为“关
系”体现在社会网络的联系中，它首要的目的便是维系自身。林南( 2005:
44) 据此区分了工具性行动和表达性行动，认为在获取资源的工具性行动
外，维持资源的表达性行动是“关系”更根本的动力，维持、加强和扩大交
换关系本身才是“关系”的目的。

另一方面，“关系”的作用机制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这本质上是特殊
主义的，与普遍主义截然不同。魏昂德( Andrew Walder) 将“关系”理解为
一种“工具性的特殊纽带”( Walder，1986 ) ，基于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的现代化理论，将“工具性”和“特殊主义”这两个具有张力的概念相结
合，这与林南所说的“以情感为基础的工具性纽带”可谓异曲同工。黄光
国( 2006) 亦指出，“关系”的意义在于影响他人手中资源的分配，而“关
系”的影响力源于资源分配本身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关系”无法构
建稳定的、持久的社会制度。

总的来说，“社会资本”范式对于“关系”采取了个体主义和功能主义
的解读。在这类范式中，情感作为关系的要素被不断强调。但从根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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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情感只是利益的表象或表达，因此“关系”中的情感也被视为某种“社
会资本”。这类研究在将“关系”资本化后，容易将其还原为利益和权力
的交换机制，这实际上消解了“关系”的其他重要意义。有些学者指出，这
一研究脉络实际上是基于西方的团体格局预设去理解中国“关系”，将
“关系”视作建构普适性理论的素材( 沈毅，2013) 。

第二，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关系”对应于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特
殊类型，它介于家庭与国家、家人与外人之间。“关系”的实践也相应地蕴
含了特殊的情理逻辑，融合了道德与利益的考量，可谓“恩惠交织”。

早期的研究已经注意到社会等级结构对于“关系”的决定性影响。例
如，魏昂德在关于“单位制”的研究中，认为单位领导与下属之间存在权威
和依附的纽带，形成了上下级之间基于资源交换和效忠的施恩回报“关
系”( Walder，1986) 。杨美惠( 2009 ) 对“关系学”的研究注意到，“关系实
践”是中国人由农村社区进入新兴的城市生活时产生的，在脱离熟人社会
后，“走后门”“拉关系”等私人权力的运作形式才有了空间。

在关于乡镇企业、基层治理的社会学研究中，有学者注意到“关系”的
运作广泛存在于国家与农民、企业与农民之间。刘世定( 1995 ) 曾指出，
“关系”在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运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随后，有学者
在村庄和基层治理研究中提出了诸如“关系产权”“关系动员”“关系控
制”等概念( 周雪光，2005; 折晓叶、陈婴婴，2005; 邓燕华，2016 ) ，以解释
“关系”在调节利益冲突和权力对立中的作用机制。在乡村产业研究中，

有学者基于生产经营中的“关系”形态提出了“社会基础”的概念( 徐宗
阳，2016; 付伟，2018 ) 。在这个意义上，“关系”是以企业、政府等为代表
的正式制度与以“家”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相对接的过程，是制度的逻辑
与生活的逻辑相碰撞的产物( 肖瑛，2014) 。

上述研究已注意到，“关系”主要存在于家国之间的领域，对制度和结
构起着微妙而复杂的作用。阎云翔( 2017: 52) 在分析农村礼物交换时，区
分出“工具性”与“表达性”两种礼物，这两种礼物对应了两种关系类型:
“表达性的礼物馈赠以交换本身为目的并经常反映了馈赠者和收受者间
的长期关系; 与此相对，工具性礼物仅是达到某种功利目的之手段并一般

意味着短期的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理想类型式的划分，因为两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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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在实践中往往相互交织，既不同于最亲密的馈赠性关系，也不同于最

疏远的否定性关系，构成了最为常见的“混合性关系”。这一概念是由黄
光国在他关于“人情与面子”的研究中提出的，他认为相对于家庭关系与
职业关系而言，混合性关系最能体现人情和面子，是中国一般性社会关系

的主要形态( 黄光国，2006) 。

与“在商言商”和“公事公办”不同，“关系”体现为情感表达与利益交
换的交织。与“社会资本”范式相区别，这类研究指出了混合性关系对于
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重要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是以不同于西方交换论的
方式展开的，其中的情感不再只是“利益”和“权力”的工具。这是因为，

人情的运作本身是特定关系的体现或“表达”，表达的方式便是对关系的
塑造。在这一视角下，混合性关系中的情感表达来源于“家”，是“家”的
延伸，但人情运作往往被视为对“家”之纯粹性的损害，这使得我们难以进
一步理解混合性关系中的情理逻辑。

第三，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关系”与中国的传统伦理一脉相承，
“关系”就是“伦”或者“人伦”( 潘光旦，2000 /1948 ) ，关系的互动就是“施
报”，可被视为家庭伦理以某种形式外推的结果。然而，对于外推的机制
和原理，研究者仍有很大分歧。

早在民国时期，梁漱溟和费孝通关于“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的讨
论，已经指出“关系”之于中国社会的重要性及其与儒家伦理的关联( 梁
漱溟，2005 /1949; 费孝通，2009 /1948 ) ，这些讨论深深影响到后世基于中
国传统思想去理解交换行为的尝试。当代许多学者对于中国社会的“人
情”“关系”尤其是“报”展开了细致的研究。他们都强调，中国传统社会
中存在一种以“报”为原则的交换关系，与西方的社会交换论有很大差异。

杨联陞( 2011 /1973 ) 最早提出，“报”是理解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
“报”的原则体现在所有的伦理关系中，这个原则在性质上也可被认作是
普遍主义，但是这个原则的行使却倾向于特殊主义。杨联陞( 2011 /1973)

基于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认为“报”的观念形塑了中国社会的家族主义、

世俗理性主义和道德特殊主义。前两者是对“特殊主义”的修正或扩充，

指“报”的原则可以延伸到个体与家族之间，对父的“孝”、对父祖的祭祀，

都是“报”的恰当说明。在这个意义上，包括“五伦”在内的所有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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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应当都以“报”作为基础。

杨联陞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还指出了一个“报”独有的特点，即“报”

包含了君子道德和小人道德的区分。对于君子来说，“义”是“报”的前提
条件，“义”不同于简单的对等性回报。以游侠精神表达的“报”虽然有着
普遍主义的伦理倾向，但在儒家看来恰恰更接近于“小人”道德，因为这种
“报”更强调回报互惠而不是“义”。不过，杨联陞( 2011 /1973) 也指出，普
遍的“互惠”尽管是“小人”道德，在儒家看来却是一个低下但可以接受的
标准，因此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础。基于杨联陞的区分，“报”可以被理解为
儒家思想社会化乃至通俗化的结果，是经典思想在社会道德层面的体现。

儒家对于“报”的理解，尤其是将其与“义”相关联，对中国的社会关系有
深远影响。

后续社会心理学本土化学派的研究，大多忽略了君子道德与小人道

德的区分，更加关注“人情”“面子”等习语在世俗道德层面的意义，进一
步将它们解析为某种分析性概念。例如，翟学伟的研究强调社会通俗道
德观念比儒家思想的本意更重要，更能支配人的行动。他将“互报模式”

视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元假定”，从报父母的“孝”推广到“有恩报恩、有仇
报仇”，“报恩”可以被理解为中国人推论一切社会行为的根本( 翟学伟，
2019) 。报恩与报仇都体现出很强的伦理性，与家尤其是父母有密切关
系，父母之恩和父母之仇都是最重的( 文崇一，2005 /1982 ) 。翟学伟
( 2007) 指出，父子关系是报恩的原型，由于父子的非对等性，“报”也体现
出非理性和非对等性的特点。他进一步将“报”理解为一种封闭式的社会
交换关系，其通过“互欠人情”的方式使参与者背负上交换的义务，造成结
构上的依附性，故在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报恩现象，产生的不是互惠的

平等关系，而是权威、名分等不对等关系( 翟学伟，2004) 。基于此，他否定
了杨联陞“义在报中”的理解，认为“报”与传统社会中封闭式的社会结构
相对应，必然与“义”相冲突。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一直在关注“报”与君子道德以及儒家经典文本
的关系。如果“义”在“报”中，那么“报”的特殊主义便可以表现为超越性
的义务观。金耀基( 2013 /1981 ) 认为，中国人际关系中“交换”的指导原
则是儒家思想中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这一思想的通俗化产物就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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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情”，“报”不同于协调五伦关系的“名分”，但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

体现在对施者不求回报的要求里:“儒家论人与人之关系时，对‘施者’求
以圣人之道德，而对‘受者’则求之以常人之道德……‘施’之行为在‘施
者’主观意念中固不望报，但在社会客观上则可产生一‘报’之回应”。施
者与受者在道德心理上的不对等性，与伦理关系中的义务观相似，是“报”

有别于莫斯( Marcel Mauss) 所述之“互惠”( reciprocity) ( 莫斯，2016 ) 的重
要特点。这种义务观的力量，可能是来源于“仁”“义”和“爱”“敬”的由
己及人的外推( 周飞舟，2018，2024 ) 。不过，由家庭伦理如何能够向外推
延、扩充，形成贯穿“报”之精神的社会关系，还欠缺社会学层面的说明。

概括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当代“关系”研究的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这些研究认为“报”与“关系”主要不是体现在儒家最为注重的家庭
伦理中，而是体现在伦理之外的“社会”关系中，因此“报”或“关系”与家
庭伦理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断裂。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伦理”是“关系”的
核心，但在当代研究中，“关系”却以去伦理化的方式被视为利益的交换。

其次，这些研究注意到“关系”与社会结构尤其是等级结构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却往往将“关系”看作社会结构的依附，要么利用社会结构，要么“侵
蚀”社会结构，这导致了将“关系”视为“私”的典型偏见。最后，这些研究
对“报”与“关系”的理解并非基于儒家思想本身，而是基于其社会化乃至
通俗化的结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非儒家的思想资源。这虽然是
当代的社会现实，但会导致我们忽视“报”与“关系”中所包蕴的伦理
内核。

实际上，通俗社会道德并非无源之水，而是经典思想与历史现实交融

的产物。总的来看，当前关于“报”与“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充分重视其中
的伦理要素，对伦理要素的内容及来源更是付诸阙如。经验研究所强调
的“混合性关系”突出了“报”与家庭伦理的差异，而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解
读，却倾向于将“报”追溯到家庭伦理尤其是父子之间的“孝”。这两种视
角表面上的矛盾，恰恰揭示了“报”与伦理之间的复杂关联。本文专注于
解析儒家思想经典对“报”的论述，用“追根溯源”的方式讨论当代社会现
象的思想源头，期望把“伦理”带回到社会分析之中。

下文将分别分析儒家思想中对“报”与礼、“报”与伦、“报”与孝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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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讨论，从儒家对一般社会关系的讨论进入对朋友、君臣、兄弟等人伦
关系的讨论，最后进入对父子关系的讨论。本文借此一方面探索“报”在
人伦关系中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辨别“报”与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孝”

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将“报”的理论逻辑完整地呈现出来。

三、报与礼

在儒家经典文献中，“报”占据着与仁、义、礼相近的核心地位。“报”
是“礼”的基本要求和核心内容。《礼记·曲礼》有云: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 来而不
往，亦非礼也。( 《礼记·曲礼》)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上古道德完善的时代，人们崇尚道德，施恩而不

望报。到了后世，人们施而望报，受则必报。受则必报才有了礼，礼体现
为社会交往的规范。这意味着，接受他人的恩惠，自己应尽可能报答。对
于他人的报答，自己也不能无动于衷，应再次报答回去。

汉儒郑玄注“贵德”曰“施而不惟报”，唐代孔颖达疏曰“惟，思也。世
既贵德，但有施惠而不思求报也”( 郑玄注，2019: 17) 。“太上”可被理解
为三皇五帝时期，也可被理解为君子圣贤。明儒王夫之曰:

“太上”，谓大贤以上也; 君子秉仁义以接物，而不因人之顺逆以
异其施。“其次”，则虽自尽而不能忘于物矣，故施报交致，而后人劝
于善。“礼”者，以齐天下，合贵贱贤不肖而纳于道者也，是故因其施
报之情而奖之以酬酢，则达情兴行而人无不劝也，是以“礼尚往来”。
( 王夫之，2011a: 18)

王夫之说，高尚的君子不会因为别人有无回应而改变其施的态度。
但是对于一般人而言，不能奢求他们施不望报，而是要求其受施必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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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使人向善。如何能够使人做到受施必报呢? 答案就是“礼”。礼尚往
来，从规范意义上要求人们“报”，这才算礼的完成。从另一方面来讲，人
们能够“报”，便会变得向善贵德。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报”是礼的基本要求，而不论对方施惠的时候是
否“贵德”。对方贵德不望报，而我必报之以德; 对方不贵德，施而思报，即
抱着交换甚至收买的态度，我也必报之以礼。《论语》中记载，鲁国大夫阳
货意图招揽孔子出仕，于是趁其不在家时送他礼物。按礼的要求，“大夫
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 《孟子·滕文公下》) 。阳货是大
夫，孔子是士，阳货的意图是等待孔子上门回拜。阳货是典型的“施而望
报”，或者是为了“报”而施。孔子仍然报之以礼，也趁阳货不在家时，带
着回礼登门。孟子对此评论说: “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
矣”( 《孟子·万章下》) 。受之必报之，这就是礼的要求。

施者之施，一般是恩惠、利益或礼物，所施往往附带了施者的“用意”。

这用意如果是纯粹的施不望报，则是“德”; 若施而望报，也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交换或投资的用意，即“施”虽然主要是为了对施者自己有利，但也
经常包含了施者的善意，可以叫作“善意之施”或“善施”。对于受者而
言，既要对其所施恩惠作出回应，也会对其所附带的善意有所感应，礼所

强调的“报”包含了这两重意思。《诗经》有云: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诗经·卫
风·木瓜》)

琼瑶是对木桃的回礼和回应，而“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则是对施木桃
者之善意的感应和响应。“永以为好”的善意，对于投木桃者来说就不仅
仅是“报”，而且也构成一种新的“施”，因为琼瑶附带了更强烈的善意，呼
唤投木桃者进一步的回应和感应。这种对“善施”的“报”，或者说“来而
往”，形成了对进一步的“报”或者“往而来”的期待。施者最初的施报重
点在于礼物，施报双方对于恩惠、利益回报的期待要高于对善意回应的期
待，但是在来来往往、施报交致之后，“善施”“善报”之“善”便可能以善意
为主，因而能够“劝人于善”了。善意在往来施报中的叠加与厚积，起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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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必报之礼。《曲礼》在“往而不来亦非礼也”下有云:

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 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
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 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
不淫; 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 《礼记·曲礼》)

这段话进一步指出了报的基本原则: 自卑而尊人。人的尊严并非来
自地位财富，而是在于能否受施必报。受施而报者，必然会得到自尊和尊
重。无论富贵贫贱，受施者在得到别人善施时都应以“自卑而尊人”的态
度进行回报。所谓自卑而尊人，就是指人在“报”时尽心量力而报，富贵者
不以富贵骄人，贫贱者不以贫贱愧于人，则富贵者不骄不淫，贫贱者亦能

贫而有志。所谓“虽负贩者必有尊”，是指负贩者即使受富贵者之施，所报
之礼物可能与所受不能对等，但是只要他尽心力而报，所报之善意便可以

无愧于所施，因而“必有尊也”。进一步而言，倘若施报双方真能如礼所要
求的那样“自卑而尊人”，则礼中的“善意”就会显露无遗，真能如王夫之
( 2011a: 18) 所云“以齐天下，合贵贱贤不肖而纳于道者”。

施而望报的另外一种用意，则是利用、收买之意，如阳货对孔子之施
就是如此。推而广之，我们将很多不怀好意施之于人的情况( 包括各种陷
害仇怨) 都归于此类，可以称之为“恶意之施”或者“恶施”。在阳货和孔
子的故事里，孔子对阳货之施对等回报，对于其背后的利用和收买的恶意

也有同样的回应，就是也趁阳货不在家时去“回拜”。王夫之( 2011b:
900) 在《四书训义》中将这种态度称为“直”: “彼以时亡来，此以时亡往，

适如其情理，直道存焉”。这点出了儒家思想中对待“恶施”的“直报”态
度。对此，最为经典的表述出现在《论语》中。

或曰: 以德报怨，何如? 子曰: 何以报德?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 《论语·宪问》)

孔子反问提问者“何以报德”，意思是说若可以德报怨，那么对于别人
的德，受施者用什么来报? 倘若也是以德来报，受施者如何对得起、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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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别人的德呢? 别人施以善意，受施者报以善意; 别人施以恶意，受施者

若亦报以善意，则受施者的善意还是善意吗? 儒家所讲的善意，一定是发

自良知、真诚恻怛之心，而非笼络世人、息讼平怨之术。就“报”而言，“报
之以德”之德是对施德者的感应，对方的善意兴发受施者的善意，将此善
意以自卑尊人的态度报之，这叫作以德报德。若对方是恶意，如何能兴发
受施者自己的善意? 若兴发受施者自己的恶意，是否应以怨报之?

孔子给出的回答是“以直报怨”。所谓“直”，是指要看受施者的内心认
为应不应该报之以怨，而不是简单地“反弹”回去。受施者自己的内心要有
一个反思的过程，就是对于施者的恶意要有所了解和理解。孟子曰:“有人
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 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

哉?”( 《孟子·离娄下》) 孟子又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
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 《孟子·离娄上》) 。施者的恶
意若是出于受施者自己待人不敬、处事不当，则“直报”就是不报。这时受
施者若以怨报怨，就是意气用事，他自己也不能理直气壮。如果反求诸己而
心中无愧，则受施者既可以怨报之，也可将对方视为妄人而不加理会，报与

不报都以自己理直而心中没有余怨为准，这就是“以直报怨”。《礼记·中
庸》所谓“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颜子所谓“犯而不校”( 《论语·泰伯》) ，

指的都是如此。所谓“直报”，就是在反求诸己的基础上，决于内心之诚。

因此，明儒王畿认为，“有孟子之自反，然后可进于颜子之不校”( 程树德，
1990: 524) 。颜子不仅不报怨，甚至不生计较之心，是因为他不以自己的
“直”自恃。这是直报中的善意，在反身之诚的基础上更进了一层。

对于“善施”以德报之，对于“恶施”以直报之，反映了儒家基于其性
善论而对人际关系互动所持的基本态度。与“太上贵德”不同，儒家所主
张的“报”建立于常人道德之上。常人道德不要求施不思报，也不要求以
德报怨，而是提倡反求诸己、问心无愧，这构成了“虽负贩者必有尊”的道
德基础，也将常人与君子圣贤直接连接起来，以报为核心内容的“礼”因此
也有着劝善和教育的意义。《礼记·表记》有云:

仁者，天下之表也; 义者，天下之制也; 报者，天下之利也。( 《礼
记·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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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是天下的表率，义是天下的裁制，而报是仁义在人伦中的体现，能

够得天下之利。郑玄注曰: “报，谓礼也，礼尚往来”( 郑玄注，2019:
1286) 。报之所以是天下之利，是因为报体现了礼的精神，能够形成“礼尚
往来”的社会风气。由上述讨论可知，在礼的意义上，报并非一种人对
“施”的自然反应，而是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应对，这种规范有其性善论的
基础，也与儒家思想的天人观相协调，所以若人们真能做到施报交致，则

天下万物各得其所，各得其宜，人们在施报往来中各得其利，故曰天下之

利。这里的“利”是“元亨利贞”的利，是所谓“义之和也”。由此可见
“报”在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地位。

“报”构成人与人之间的往来交接之礼，施者施，受者报，施者又报，如
此往复，构成了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基本形态，也使“社会”被赋予强烈的
“仁义”的意涵。凡礼必分宾主，主人施，宾客报; 宾客施，主人报，礼的仪
节由此而来。所谓宾主之间的相拜相揖、升降辞让、往来授受，皆是施报
的仪节。《仪礼》有冠、婚、丧、祭、乡、射、朝、聘，自家至国以及于天下，都
一一纳入于礼，所以才有“报者天下之利”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礼是报
的形式，报则是礼的内容。

礼是一条贵德尚德的道路，即由以利报利、以怨报怨，迈向以德报德、

以直报怨的境界。报充分体现了礼的超越性，这也是礼教的题中之义。

此外，礼教展开的场所是人伦，故报在不同的人伦关系中有不同的形态。

四、报与伦

由上一节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报”具有鲜明的中华文明特征，即行
动者是从接受方的角度来考虑如何行动的。儒家思想的基本概念“仁”也
具有类似的特征。《礼记·中庸》中孔子说“仁者人也”，郑玄的理解是
“相人偶”，即两个相对面的人之间的状态，所以“仁”字先验地包含了“另
一个人”及其与“我”的关系。对这句话的另外一个理解就是与“己”相对
的“他人”，体现了一种“他人优先”的伦理态度( 陈来，2017) 。总之，儒家
的社会理论预先设定了他人的存在，或者说，“关系”是先于人的行动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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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在这个前提下，行动者考虑如何对另一人作出反应。在儒家的思想
体系中，“关系”就是“伦”，而人作出的反应就是“报”。因此，如何行动或
者如何“报”，与“关系”或“伦”的状态、性质有关，“关系”或“伦”的状态、

性质又体现在“报”的行动中。在本节中，我们主要探究“报”是如何受
“伦”的影响，又是如何“明伦”的。

从“差序格局”的角度来看，因应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报”的交
往和互动的方式也会有差异。儒家一般将学习做人的过程称为“明伦”，

强调的正是“伦”对于互动方式的重要影响。报之以德或报之以直，不代
表不分亲疏贵贱地“兼爱”，而是根据人伦关系的差异来决定报的方式。
《孟子·告子下》中有一个比方: “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
谈笑而道之; 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 无他，

戚之也”。路人弯弓而射之，自然不容易积怨，甚至可以“谈笑而道之”。

若是兄弟弯弓而射之，则很难不有深怨。越是亲近的兄弟、朋友，彼此之
间的期待越高，若有不慎便越容易反目成仇。如果怨恨的对象本身就是
最亲近的人，行动者要在报怨中求得内心之“直”则更是难事。所谓“垂
啼泣而道之”，指的是人在亲近关系中结怨后不知如何处之的状态，由此
可见“以直报怨”并非抽象的义理，而是离不开人伦的影响。

与“伦”紧密相关的“报”，体现在中国传统里一种极为特殊的观念即
复仇的观念上。复仇也是一种报怨，怨是行动者自己之怨，但仇是亲人朋
友之仇。在这个意义上，仇是更重的怨，仇在行动者自己，行动者或许可
以释然; 仇在父母，行动者却可能终生难以忘却。如果说复仇的最高原则
仍然是“以直报仇”的话，那么这种“直”更强烈地体现出伦的意义。《礼
记·曲礼》区分了三种报仇的原则。

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
( 《礼记·曲礼》)

《礼记·檀弓》中有类似的讨论，并辨析得更加细致。为父报仇，天经
地义，为人子者日夜不忘复仇之念，可谓“不共戴天”。兄弟特指亲兄弟，

复仇者同样常常带着兵器以备复仇，但只是与他的仇人“仕弗与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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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记·檀弓》) ，不能因复仇耽误君命。交游即朋友，为其报仇如同为
堂兄弟报仇，复仇者不当魁首，而是跟从于朋友的儿子。《礼记·檀弓》

曰:“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复仇首先是“主人”也就是孝子的责任，

兄弟、朋友都不能越俎代庖。如果行动者擅自出面，不仅僭越了主人的义
务，也使主人的仇怨无处安放。《周礼》提出，“君之仇视父，师长之仇视
兄弟，主友之仇视从父兄弟”，家外的不同关系都能以家内关系的亲疏远
近相比拟。

儒家典籍中所描述的复仇义务，完全取决于“伦”: 为父报仇不分条
件、场合，为兄弟报仇则有场合之分，而为朋友报仇之义则更远一层，要跟
从于朋友的儿子。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复仇也同样有“主”。在最
根本的意义上，报仇是孝子的义务，任何人都无法代劳。《周礼》设有“调
人”一职，要求杀父之仇人辟诸海外，逃到天涯海角。不过，“辟诸海外”

只是使孝子虽欲复仇，但力所不能，为人子者仍然不能释然。这种欲报之
而不得的哀痛，也是“直”的体现。

从礼尚往来的意义上理解，“报”不仅是对一件礼物或一次拜访的回
应，也是对两个人过往一系列恩德的回应。“报”的方式、条件和场合，主
要取决于两个人的关系，这一关系不仅是恩德的累积，也体现了“差序格
局”中的远近轻重，可以说“报在伦中”。

从人伦关系的角度看，古人将人最重要的关系概括为“五伦”，即父
子、夫妻、兄弟、君臣、朋友。我们可以将“五伦”区分为家内的父子、兄弟
与家外的君臣、朋友两大类。家内关系又可以叫作“天伦”，父母兄长是先
于“我”而存在、与“我”有难以割舍的关系的人，这构成了我们理解儒家
社会思想的基础; 君臣朋友等家外关系则是后天的“人伦”，体现了儒家思
想对一般社会关系的理解。本文重点关注的是后者，故下文采取由外而
内的讨论策略，先讨论朋友、君臣，再讨论兄弟，最后涉及父子关系。①

“朋友”在古人心目中有着严格的定义，并非对一切社会关系的泛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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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夫妻一伦则介于家内与家外之间。妻子本是异姓的陌生人，通过婚礼“合二姓之好”，成
为与丈夫在家内齐体的“妻”。因此，在儒家看来，夫妻一伦的相处之道，既体现出君臣的
面向，如夫妻“以义合”，妻以夫为至尊; 也体现出兄弟的特点，如“夫妻一体”，妻子的家
人被称作“兄弟”等。由于问题复杂和资料匮乏，本文暂时搁置对夫妻伦的探讨。



儒家经典区分了宾客与主人恩情的厚薄，将其分为“相趋”“相揖”“相问”
“相见”“朋友”五类( 《礼记·杂记》) 。从只是听闻姓名( 相趋) ，到曾经
见面( 相揖) ，再到曾经以礼物相赠( 相问) ，最后到行过士相见礼( 相见) ，

两个人的交情逐渐加深，志趣相投，最后成为朋友。朋友关系的建立，必
须经过执挚相见的礼节。施报之礼，是朋友关系得以建立的基础，我们从
中可以看出朋友相处之道。
《士相见礼》是儒家经典《仪礼》中的一篇，记载了朋友相见的“礼”，

本文在这里简要描述其内容。宾客登门拜见之前，先准备好礼物请人传
讯。主人拒绝客人上门，理由是自己身份不足以接见尊贵的宾客，应该由
自己主动先去宾客家中拜见。客人不答应，如此推让三次，主人才最终允
诺。但主人又婉拒宾客的礼物，宾客坚持送礼，再推让三次，最终才得以
相见。宾客在门外求见，主人出门迎宾客，主人先拜宾客，宾客回拜。然
后主人作揖，先入门，往右走; 宾客拿着礼物，随后入门，往左走。到了庭
中央，主人再次拜宾客，表示接受礼物; 宾客也拜主人，然后送出礼物。紧
接着宾客就出门离开，意思是礼物已经送达，不再打扰主人。主人则认为
自己还未招待好宾客，于是再请宾客入门，进行宾主相欢、情意相洽的燕
见。随后，宾客告退，主人出门送宾客、拜宾客，这场礼节就告一段落。在
此之后，主人还要带着宾客送来的礼物，前往宾客的家里回拜，经过类似

的相互辞让与送礼的过程，这一“相见”之礼才得以告成( 郑玄注，2008:
169 － 170) 。

士相见礼中自始至终贯穿着“自卑而尊人”的相敬之道。主人拒绝接
见、主人拒绝收礼、主人出迎门外、主人先拜受礼、主人再请相见、主人回
拜送礼等环节，都在表示主人认为自己不配、不值客人的登门、送礼、求
见，每个环节都好像受到了对方的“善施”一般，自己的行为都充满了
“报”的意味，是对客人善意的加倍回报。客人先行求见、主动送礼、坚持
登门、先行离开等环节，看起来像是主动的行为，但实际上是以“卑者”的
身份请求相见、请求送礼、请求登门，好像不配、不值得与主人相见、相交，

主人的每一次允准都是对自己的“善施”一般，因此客人的行为也充满了
“报”的意味。宾主都以对方为施，以自己为报，在往来之中形成了礼以
“敬”为主导精神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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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拜访主人，本就是一施一报; 主人又拜访宾客，则施报往还，可谓

“迭为宾主”。宾主相敬之礼，寄托着朋友之道的理想。朋友相交，讲究
“志同道合”，于是相引为宾客，从相见之礼的相拜、相揖，延伸到饮酒之礼
的往来“酬酢”、射箭之礼的“其争也君子”，都是将朋友之道融入礼的形
式中，表达相敬相亲、如切如磋之情。例如，饮酒之礼是冠、婚、燕、射等礼
的重要环节，总是由主人、宾客交替进行，主人献( 敬酒) 宾客，谓之施; 宾
客酢主人，谓之报; 主人又酬宾客，是再报。郑玄将饮酒之礼中的“酢”解
释为“报”，又将“旅酬”解释为“相报”，取的正是礼尚往来之意( 郑玄注，
2008: 1380) 。献者虽然是“施”，但大都采取的是“自卑而尊人”的态度，

这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饮酒礼中也是如此。所谓“先敬为敬”“先干为敬”，

以及酒杯总是举得要比对方更低，是以卑对尊的态度敬酒。受敬者则亦
以“不敢当”的姿态还敬献者，双方都以“卑者”的态度对待对方，往来相
报，如环无穷，形成了朋友之间实际上平等相待的关系。
《孟子》中记载，尧为天子而舜为匹夫，尧推尊舜，其尊贤的方式就是

“友”，以朋友之礼对待舜，可谓“天子而友匹夫”，而“友”的方式就是与舜
“迭为宾主”。但是，尧可以舜为友，舜却不能以尧为友，君臣与朋友有着
重要的差别。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论语·八佾》) 。君的伦理是
以礼使臣，而礼的形式是报，为君之道就是用“报”的方式对臣的功劳过错
行之以爵禄赏罚。《礼记·燕义》有云:“臣下竭力尽能以立功于国，君必
报之以爵禄，故臣下皆务竭力尽能以立功，是以国安而君宁”。为君者若
能以“报”明伦，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就能使群臣各得其所，各得其宜。
“报”本身要求“自卑而尊人”，君对臣有至尊，所以为君者的基本态度是
不以尊废礼，一切依礼而行，这就是为君者尽君道的表现。这里描述的是
《仪礼·燕礼》中君臣以宾主之礼饮酒交欢的礼义。国君尊大臣于宾位，

又体会臣不敢与君匹敌之心，让臣属作为主人代自己献酒，使国中群臣皆

依尊卑之序而得酬酒，以此明君臣之义、贵贱之等。在行礼过程中，臣下
凡是向国君敬酒，以及受国君赐酒，均以稽首之礼拜于堂下，而国君也无

不答拜。郑玄注曰，“臣再拜稽首，是其竭力也。君答拜之，是其报以禄惠
也”( 郑玄注，2019: 1450) ，这正象征着“臣事君”和“君报臣”。

73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专栏 报: 儒家的社会交往理论



臣的伦理则是事君以忠。朱子曰，“尽己之谓忠”( 朱熹，1983: 48 ) ，

忠就是《礼记·燕义》所说的“竭力尽能”，这是君臣之伦和朋友之伦的主
要差别所在。“忠”的要点在于“尽己”，不依照君的表现来决定臣自己是
否尽忠。所谓“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 陈寅恪，2015: 12) ，君为不义之
君，臣却不能做不忠之臣。臣如果先存有“吾君不能”之心，便不能被称为
忠臣，反而是“贼”臣( 《孟子·离娄上》) 。若君不以礼待臣，臣尽心竭力
仍不能改变，则可以离君而去，但不能以非礼待君。儒家经典所主张的为
臣之道是竭力尽忠而谏，若三谏不从则罢官而去，“出处去就”均依礼而
行。在儒家经典里，臣对君的礼亦有时被称为“报礼”。臣之报礼，既体现
在事君以礼，也体现在去君以礼、服旧君以礼( 《孟子·离娄下》) ，对于曾
经的国君始终以礼相待。

无论旧君如何对臣，臣仍然以报礼相待，这体现了“忠”不是对等意义
上的报。这也使得君臣一伦，不能以对等的施报关系来看待。朱子《孟子
集注》引杨氏曰:

君臣以义合者也。故孟子为齐王深言报施之道，使知为君者不可
不以礼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处，则岂处其薄乎? ( 朱熹，1983: 290)

君尊臣卑，所谓尊卑，并非人格高低，而是权位、职责不同。君遍统天
下国家大政，其待群臣以礼已经需要竭力而为; 臣专职事君，更需要竭力

尽忠。这种不对等的关系是权位相对导致的必然。然而“忠”是否是一种
外在于礼的特殊伦理呢?

“忠”是君臣关系中超越性的伦理义务，有着自处以义、自居于礼的力
量。这种力量的根基，不在于施报之中，而是源于家内的伦理“孝”。所谓
“资于事父以事君”，敬君可以与敬父相媲美。然而这只是忠孝关系的一
个方面，在另一个方面，事君之忠与事父之孝仍有根本区别。《礼记·曲
礼》有云:“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臣子有离君之道，

人子却没有去父母之道。《礼记·檀弓》有云:“事亲有隐而无犯，左右就
养无方”。与事君“有方”相比，孝顺父母的责任是“尽”不完的。孝相比
忠而言是更加无条件的，这就使得子事父之孝、父待子之慈，仿佛超越于

83

社会学研究 2026． 4



施报关系，乃至不能以“报”来理解。臣对君之“忠”难以为“报”所涵盖，

可能正是源于“孝”的特殊之处。为此，需要对家内的“报”予以更详尽的
考察。

在中国社会，家是一个边界灵活的概念，伸缩性极大。有亲缘、血缘
关系的人一般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一体”，叫作至亲，如父子、夫妻、兄弟，

相当于核心家庭的范围; 另一类叫作家人，也可叫作亲戚，范围可以很广，

包含了“非一体”的有血缘、亲缘关系的人。这两类人都可以被称为家人
或者家内关系，本文从后一类的关系开始讨论。

讨论儒家思想中的家内关系，丧服的服制提供了认识的基础，也是中

国社会差序格局的原型( 吴飞，2011; 周飞舟，2015) 。对于“非一体”关系，

丧服中有一个总名，叫作“兄弟”，郑玄注“兄弟”一词曰，“兄弟，犹言族亲
也”( 郑玄注，2008: 1006) 。在族亲中，“兄弟”指向至亲之外、更加疏远的
亲属，《仪礼·丧服传》有云:“小功以下为兄弟”。笼统而言，“兄弟”包含
除了一体至亲以及祖父母、曾祖父母等正尊之外的所有亲属。① 对于非
一体的关系，除了与“己”平辈的诸兄弟姐妹之外，就是诸子、诸侄、诸孙、

诸曾孙等晚辈，以及诸父母、诸祖父母、诸曾祖父母等长辈，这些长辈统称为
“旁尊”，以区别于父母、祖父母等正尊。对于这些人，晚辈对长辈或者卑者
对尊者的制服被称为“施”; 尊者对卑者的制服被称为“报”，又叫作报服。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丧服中的“施报”是高度理想化的叫法，因为在现
实中，总有一人先去世，所以若施者先去世，则报者不待其“施”即为其制
服; 若报者先去世，则施者虽施其服，但永远也不会得到对方的“报”服。

未有施，先有报; 或未有报，仍然要施，正好展示了儒家思想关于“施报”的
深层理念: 施者不为报而施，报者报其意而非报其实，施报双方所关注、所
反应的重点都是对方的用意。

虽然施报双方的身份有尊卑之别，但双方的制服是对等的，并无厚薄

之差。② 卑者先施，尊者后报，其基本原理还是比照至亲尤其是父子、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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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丧服中至亲兄弟被称为“昆弟”。
丧服体系中存在“两相为服”的关系，如昆弟( 亲兄弟) 、从父昆弟( 堂兄弟) 、娣姒妇( 妯
娌) 等，这一类亲属称谓是相互的，似乎无主从、尊卑之分，纯粹是一种“亲亲”的关系。
这一类服制，从原理上与施报并不相悖，两方都可以视之为“施”，亦可视之为“报”。



子关系推衍而来。郑玄解释“施”字的时候说:“在旁而及曰施”( 郑玄注，
2008: 908) 。意思是子女为父母制服，由于父母与旁尊有着密切关系，从
而“旁及”至旁尊，这就是施服。如子女为父之昆弟即自己的伯叔父制服，

就是“施”，并由此推及更多的旁尊，这便是“亲以及亲”。亲情每外施一
层便递减一层，叫作“旁杀”或“亲亲之杀”。关系越近，施服越重; 关系越
远，施服越轻，这构成了我们熟悉的差序格局。旁尊对卑者施服的反应是
“报”，即对等制服，并不因为自己有尊而减其服。因此，从整个丧服格局
上看，对等制服好像“抹平”了亲属体系内最为常见的尊卑差别。这背后
隐含了儒家关于人际关系的重要思想，需要我们展开剖析。

本文以叔侄之间的报服为例来加以说明。丧服分为五等，被称为“五
服”: 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即不同形制的衣服，一般分别对应三
年、一年、九个月、五个月、三个月的丧期。若某人的父亲去世，他要穿着
斩衰服丧三年; 若其兄弟去世，他要穿着齐衰服丧一年; 若其堂兄弟去世，

他要穿着大功服丧九个月; 服丧的时间依次向外递减，关系越远、越轻，则
时间越短。据《仪礼·丧服》的体例，就本服而言，某人为他的伯叔父( 伯
父、叔叔) 服丧九个月，伯叔父为他亦服丧九个月，这是一施一报，与其他
的旁尊相同。由于伯叔父是某人父亲的一体至亲，他因为尊敬父亲而为
父亲加一等制服后，也为伯叔父加一等制服，即为其服一年，这也是典型

的“在旁而及曰施”。伯叔父作出的反应还是“报”，即也为某人( 他的侄
子) 服一年，仍然保持了叔侄间的对等服制。

伯叔父为其侄子服一年，等同于为他自己的儿子服丧，这是不是服丧

过重了呢? 《仪礼·丧服传》对此的解释是: “然则昆弟之子何以期也?

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报之也”。需要注意的是，“旁尊不足以加尊”

并不是施服者的态度，因为施服者已经给出了“加尊”的态度和行为，所以
这句话说的是伯叔父自己的认识和态度。伯叔父认为自己并非其侄的正
尊，其侄为其父加一等，也为他加一等，他是旁尊，不足以承受，不敢承受，

所以报之。报的用意也值得注意: 不是拒绝、不接受对方的加尊，而是用
同样的制服报回去，也为对方加一等。

丧服中的“报”总是报其“意”而非报其“实”。伯叔父的报既是以善
意报答善意，也是以敬意报答敬意。这份敬意不是对昆弟之子的“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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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以义自处的“自尊”。伯叔被称为旁尊，是因为他“与尊者为一
体”。卑者出于尊敬而施服，这种尊敬来自对方与自己至亲、至尊的连属，

所谓“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孝经》) ，是一种推己及
人的尊敬。广而言之，无论是卑者从父、祖而施服，还是从妻、从母而施
服，都是推衍而来的，“在旁而及”，旁尊的“尊”并不能独立构成施服的原
因，但卑者的施服却不会因此而打折扣，这体现出施服者以“仁”待人的醇
厚。对于这种尊敬，受服者并非出于一个客观的、可衡量的标准来测量出
施服者表达的尊敬过多了，需要将“多余”的部分还回去，而是将尊敬全部
“还”回去。若从交换的角度讲，报的行为是“吃亏”的，因为交换的双方
本有尊卑之别，而双方交换的结果是对等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施报与
交换的不同之处: 交换以等价为主，双方衡量的是自己的得失; 施报双方

以“仁义”为先，施者以仁待人，报者以义自处，对他人崇尚厚道，对自己要
求严格，施报双方在结果上仍然是对等的、等价的。这与我们在讨论朋友
之交时双方因“自卑而尊人”而形成的平等相待是同一个道理，只是此处
双方有尊卑之别，相处过程更加复杂而已。

如果我们将丧服看作人伦关系原理的基础，则除了至亲、正尊之外的
“关系”，都是一系列“报”的关系。“报”按照尊卑秩序假设了关系双方互
动的先后和主次，卑者先施而尊者后报，重在施报之意而非施报之实。从
形式上看，丧服中的施报形成了一种“差序对等格局”: 亲疏尊卑构成了差
序格局，但此格局内除正尊外的每一对关系都是对等的，尽管这些关系的

“浓度”因亲疏而分为五等，但每对关系本身都超越了尊卑并实现了对等。
“报”在这个意义上成为理解正尊之外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即无论人
与人之间尊卑地位如何，施者以仁为先，报者以义为重，双方都以“自卑而
尊人”的态度对待施报，这正是一种普遍主义而非特殊主义的原则。

施报是家内关系中最普遍的制服方式，但是与正尊关系的制服相比，

报服义重于恩，敬过于亲，有客气、推而远之的意味，所以也被看作“疏远”

之服，不适用于“一体至亲”。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疏远”

实际上是一种基于自身地位的“克制”，以及将自己置于双方关系中“次
要”地位( 自卑而尊人) 而来的“分寸感”。这种通过自尊、克制而表达的
情感态度，是报服的基本意义之所在，也是人际关系基本的伦理要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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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不敢不报”，根源于以义制恩，或者说“以敬推爱”( 周飞舟，2024 ) 。

施报双方的关系是在尊敬和自尊的规制下完成的，因此说“疏远”并不十
分准确，“推而远之”的形式是为了表达尊敬和自尊的分寸感，这造成了一
种“疏远”的表象。但是，对等的服制则表现了一种消弭尊卑、平等相处的
亲近之意。总结前述讨论，本文将人伦关系中“报”的不同类型归纳为表
1 所示内容。

表 1 人伦关系中报的类型

对等的 不对等的

有条件的 朋友之报 君礼臣忠

无条件的 兄弟之报 子孝父

朋友关系体现出有条件的、对等的报，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因此而有
往来酬酢劝善之礼，这是报的典型形式。君臣关系表现为使之以礼、赏之
以功，亦可以被称为有条件的报，即君报以臣忠为条件，但是臣忠却不以

君礼为条件，所以二者是不对等的。兄弟关系主要体现在丧服中的旁尊
报卑，是一种疏远而对等的施报关系。丧服制度不是基于现实的往来，而
是基于“伦”的原则，这使得丧服中的施报是理论上的，亦可以说是无条件
的。施报的动力，并不是源于恩德的相劝，而是源于“尊”。对于施者，是
以敬推爱的“尊尊”; 对于报者，是以义自处的“自尊”。

在兄弟之报中，卑者的“尊尊”源于对父亲的尊敬，并旁及伯叔，可以
说是由孝外推而来。旁尊的“自尊”则源于与正尊“有别”的心态，体现出
一种客气的疏远感，因此与父子关系很不一样。我们注意到，在丧服的人
伦之理中，父子之间在亲密无间的一体关系外，蕴含着一种绝对的、不对
等的义务关系，与朋友、君臣、兄弟都不同。如果呈现在表中，父子之间大
约是一种无条件的、不对等的关系，实际上这种关系几乎不能以“报”来理
解，因为孝本身是无条件的，而父对子的慈也不是报。我们在这里遇到了
用“报”来理解中国人伦关系的限度———孝不能还原为报，反而孝是报的
源头，也可以说是报的基础。中国社会中的“报”之所以具有极强的伦理
意涵，是因为报自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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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自孝出

丧服中“报服”所蕴含的施报之意，主要体现在旁尊与卑属的关系中，

旁尊是与作为正尊的父、祖自相区别的。我们理解旁尊之报，就更能理解
正尊之不报。这种不以“报”而论父子关系的方式，集中体现了儒家思想
对父子一伦的理解。

首先，父对子无“报服”。与其他的旁尊报卑不同，父、祖等正尊对子、

孙没有报服，因此正尊和卑属之间呈现不对等的服制，如子为父穿着斩衰

服丧三年，父为子服丧一年; 孙为祖服丧一年，祖为孙服丧九个月。子女
本来只需为父亲服丧一年，因“尊尊”加隆至三年，面对子女的加隆，父亲
没有报服，主要的原因就是自己是正尊，更是“至尊”，担当得起子女的加
隆。进一步而言，在代代相承的父子关系中，父亲之“至尊”并非自己个人
所有的“尊”，而是自己的父亲、祖父等的“尊”在自己身上的体现，所以接
受子女的加隆是理所当然的，不必“报”回去。

其次，子对父的服是出于孝，既非丧服中的“施”，也不是“报”。在儒
家思想中，人以父母为本而非以天为本，这是所谓“一本”; 人与父母不可
分离，生养死祭，其中既有身体发肤的紧密关系，也有祭祀传承的生命责

任，这是所谓“一体”( 周飞舟，2021) 。子女是父母的延续，父母的生命活
在子女的生命里，父母的精神意志体现在子女的精神意志中，子女能够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是孝的完成( 《孝经》) 。在这个意义上，孝是一
个人的生命意义所在。
《论语》中有子曰: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
与!”( 《论语·学而》) 有子将对父母的孝和对兄弟的悌称为“为仁之本”，
“为仁”即实践于仁、由仁而行。仁是人性的核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
本，或者说仁是人的终极意义。程子认为，以爱为主，而爱莫大于爱亲，所
以要实现“仁”，孝悌是根本的路径，即“为仁之本”( 朱熹，1983: 48 ) 。在
儒家的理论中，人性的本质是仁，即对人的一种仁爱之心。只要是人，本
质上都有仁，人生的过程是仁“发芽”、发挥和发扬的过程。这种发扬过程
自人出生后即开始，父母成为其发挥人性的第一个对象，好比是种子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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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面对的土壤、空气和阳光。孝的实践过程就是人自己的生命的展开
过程，可以说，孝是一个人成为一个仁人志士的前提条件。俗语所谓“百善
孝为先”，不是针对天下子女而言的，而是针对每个人能够成为真正的好人
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孝的动力之源在于人性本身，而非源于父母之恩。

父母之恩是人生存、成长的外部条件，孝则是人成为仁者的内在条件。

子女以孝事父母，不止于爱父母而已。子游问孝，孔子曰: “今之孝
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论语·为政》) 爱
父母，是人人所可自尽的事，好像尽心去做、朝夕奉养，一个人就已经足够
为孝子了。可是人自尽子职，未必能让父母安心，亦未必能得父母之心。

要得父母之心，必须想父母之所想。父母不愿看到子女不乐，因此孝子不
敢不有和柔恭顺的面容; 父母不愿子女毁伤身体，因此孝子立身处世不敢

不慎。这种“不敢”的心态，是对父母的爱意达到极致后，自然生发出的极
致的敬意。一个不孝的人不懂爱，难以将心比心，也不懂敬，难以自我克
制。因此，孝是爱敬兼至的最高形式，是“相人偶”之仁最纯粹的体现，也
因此是实践人与人相报之礼的基础。

孝不等于“报”，但是与“报”有着密切关系。《论语》中宰我问孔子
“三年丧”的意义，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

天下之通丧也”( 《论语·阳货》) 。孔子对宰我说的话，仿佛以“三年免
怀”为施，以子女的三年丧为报。明儒王夫之曰:

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此恩之易见而犹若可报者也。故
为三年之制，使贤者俯而就焉，以通之于愚贱……以爱酬爱，以三年
酬三年，愚不肖者有之。( 王夫之，2011b: 930)

宰我服丧一年，然后居处、饮食心安，这在他自己看来虽然是以礼持
身，却已经与野人相去不远。对于宰我，孔子只是不得不以免怀之喻来警
醒和感动他。若论父母的恩情，岂是三年足以报答的呢?

三年免怀之说将孝理解为“以爱酬爱”，这作为一种劝善的方式，在中
国思想传统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民间关于“报恩”的理解，很多都是以此
为基础而形成的。应当说，对于不肖之人，将孝敬父母理解为报答父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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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以唤起子女的孝道，确实有着感动人心的作用，这恰恰说明了“报”的
观念在中国社会的深厚积淀。在传统社会的“善书”中，我们常常能见到
对抚育之恩的宣扬，并以“报父母之恩”解释“孝”( 翟学伟，2019 ) 。我们
在此便可以理解前面所讨论的君子道德与常人道德的差别。将孝理解为
报恩，只是一种通俗化的讲法，因为父母之恩是“报”不完的，亦是“报”不
尽的。这其中也杂糅了道家和佛教的因果报应等观念，超出了本文所论
的范围。① 就本文所重点关注的儒家“大传统”而言，在所有的人伦关系
中，孝是诸德之本、诸德之始。无本即无末，无始即无终。如果说孝是一
种“报”，那它也是极为特殊的“报”，是一切“报”的基础。孝的根本动力
是人性中的仁，其最初的实践场所和条件是父子之伦。人性中的仁在父
子之间的发扬叫作孝，继而在兄弟之间的发扬叫作悌，在君臣之间的发扬

叫作忠，在朋友之间的发扬叫作信，在宾主之间的发扬叫作礼。在这个意
义上，以孝外推而有报。一个不孝之人不会有真正的“报”，没有以德报
德，只有以利报利; 只有利报，而没有真正的直报。

报自孝出，更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终身之孝，体现在祭祀这种最高程

度的报礼中。在父母生时，孝子“就养无方”，未尝以报礼待之。父母去世
后，《礼记》有云:“父母而宾客之，所以为哀也”( 《礼记·杂记下》) 。对
于丧礼中亡亲将要下葬的体魄，乃至祭祀时代表亡亲的“尸”，孝子都仿佛
将其当作家里的客人一样，安排在宾客的尊位，施以宾客的礼遇。之所以
要把父母的魂魄当作家里的客人，是要以这种方式表达最高程度的敬意。

子女将父母当作宾客一样来报答，潜藏着深重的哀痛，但又是出于对父母

的敬重，因此不忍不报，亦不敢不报。这种敬意的最高体现，就是在祭祀
父母时的“报本反始”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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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经中记载，天子祭祀父母，要“报魄”“报气”，即用香气报答父母的神
魂，用熟食报答父母的鬼魄( 《礼记·祭义》) 。“报魄”之礼，集中体现在士
大夫家族祭祀父母时的飨尸之礼。古人在死者的孙辈中立一人为“尸”，将
其作为受祭者的象征，“尸”在祭祀时仿佛神灵附体，亲自享用孝子献上的
美食、美酒，可谓“欣然若亲之饱，尸醉若神之醉”( 杜佑，2016: 1342) 。并
且，“尸”还与主人如同宾主一样相互敬酒，在往来酬酢之礼中，让主人能够
报答祖先的恩德。对于主人的敬献，“尸”也不敢专享，而是让旅酬的仪节
遍及宗族兄弟和助祭的宾客，使众人都能享受神灵的恩惠。《礼记·祭义》

称“教民相爱，上下用情，礼之至也”，指的正是祭祀结束后，举行宗族内部
的饮酒礼，全体族人参与宾主饮食相报之礼，实现合族序亲。
“报气”之礼，则延伸为祭祀和报答天地万物的方式。从士祭父祖，到
诸侯祭社稷，再到天子祭天地，是报的过程，亦是推的过程。《礼记·郊特
牲》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大报本反始
也”。在天子祭祀天地万物时，礼崇尚以少为贵、以简为贵，要用天然而无
人工的器皿和食物，用以表示对尊者的敬意，是为“反始”。天地之大德曰
“生”，而世间万物都为天地所生，那么如何能用来报答天地呢? 因此《礼
记·礼器》曰:“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如此则得不以少为贵乎?

是故君子慎其独也”。这是想说，对于天地之德，无物可以为报，最好的
“报”是内心之诚敬。一个人的身体发肤乃至于精神意志，无一不源于父
母，和万物与天的关系相似。因此，天子用祭祀父母的方式来祭祀天地，

用祖先来配天。所谓“配”，指的就是天子在祭祀天地时，与祖先之“尸”

相酬酢，通过对祖先之“尸”的报礼，表达对天地的敬意。

天子对天地的祭祀，是民众一切往来施报之礼的榜样，最为鲜明地突

出了贵德的精神。《礼记·郊特牲》曰:“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
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古人认为，土地如同生养我们的母亲，上天如同
教导我们的父亲，因此天子如同尊父一样尊天，如同亲母一样亲地。王夫之
曰:“父之为乾，母之为坤，不能离此以求天地之徳”( 王夫之，2011c: 352 －
353) 。王夫之又曰:“‘乾称父’，父，吾乾也;‘坤称母’，母，吾坤也。父母
者，乾坤之大德，所以继吾善也”( 王夫之，2011c: 404) 。中国人所理解的天
地之德，首先体现在父母身上; 对待天地的敬意，也首先以对父母的敬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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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参照。或者说，中国人的天地正是对父母敬意的无限延伸。这种祭
祀，不以祈求天地和祖先的福报为目的，而将祭祀本身看作对天地和祖先的

报，是《诗经》中所说的“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诗经·小雅·蓼莪》) 。
《仪礼·丧服传》称“尊者尊统上”，意思是尊者德性更大，内在的敬
意更深厚，因此他所尊重的对象更广泛。庶人所尊的不过是父母，而天子
所尊的则上及始祖和天地。但是，只有当我们望向远方，才能更加体会到
父母是本。天地万物的报本之祭，朋友宾客的相报之礼，兄弟尊长的施报
之服，都归本于对父母的孝。也正因为一个人心中能有仁孝的深厚力量，
他才能够将人伦关系一一纳入施报之道中，将中国人的“社会”转化为一
系列有着伦理意味的“礼”。

六、结 语

在中国社会这样一个典型的“关系社会”中，“关系”本身具有很强的
社会结构基础的意味，其背后有着深厚的中国文明根基。本文以儒家的
经典文本作为研究对象，从文明源头探索“关系”是如何呈现在儒家的社
会思想之中的。在经典文本中，“关系”叫作“伦”，基于伦的交往叫作
“报”，礼是交往的社会规范。经过对礼、伦、报的考察，本文得出关于
“报”的几点认识。

首先，“报”有着深厚的伦理基础，不同于纯粹的利益交换。儒家将礼
尚往来之“报”理解为“天下之利”，“报”通常是对“施”的回应，有着被动
的意味。这种“被动”意味着，“我”的行动是从对方的行动或态度出发
的，而不只是从“我”的利益或权利出发的。这是因为儒家思想以“仁义”

为社会行动的底色，体现为“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这也被梁漱溟先生
称为中国文化之要义( 梁漱溟，2005 /1949) 。“仁义”伦理在交往行动中
最理想的表现，就是在体会对方心态的基础上，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其次，“报”是通过“礼”来实现的，其原则是“自卑而尊人”。“礼”是
基于身份、地位、尊卑差别的交往规范，被认为是维护社会秩序、权力支配
的工具。但是在每一类礼的情境中，礼都是通过宾主之间的“报”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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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成的。尽管行礼之人的地位有差别，但是他们都能“自卑而尊人”，在
与宾客交往时自降身份，且宾客对主人亦是如此。一方表现出谦卑的态
度，另一方则回应以更加谦卑的姿态，双方由此实现交往情境中的对等。

虽然社会交往中充满了利益、权力的博弈和地位、身份的差别，但“报”所
崇尚的交往原则易于兴发“以对方为重”的伦理，使得交往从纯粹的利益、

权力博弈迈向交织着感情和价值的关系，这一直是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所

崇尚和向往的境界。

再次，“报”的方式反映了人伦关系的不同性质，在尊者与卑者之间仍
然有着不对等或无条件的“报”。“五伦”中的大部分都是尊卑有别的，典
型如“君臣”和“兄弟”，臣事君以“忠”，弟事兄以“悌”，这与崇恩尚报的
“朋友”关系不同。但是，国君以“报礼”待臣属，兄长以“报服”待弟幼，卑
者“尊尊”，尊者“自尊”，双方仍然有着施报之道。“报在伦中”，充分体现
出人伦关系的分寸感，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尊卑秩序中蕴含着以仁待人、以
义自处的精神。

最后，“报”的伦理原则源于“孝”，可以说“报自孝出”。从差序格局
的里层往外层看，孝作为“为仁之本”，构成了中国人社会交往的情感和价
值源泉。孝事父母是人性生发生长的土壤，因而是践行施报之礼的基础。

在中国社会，“忠臣出于孝子之门”，无论是事君还是交友，若此人不孝，则
其忠信俱为可疑。儒家将对父母的敬意引申为对先祖和天地万物的报本
之礼，与朋友、君臣的报礼一样蕴含着深厚的伦理意涵，使得社会关系成
为家内伦理的延伸，正所谓“以伦理组织社会”。

上述儒家思想对于“报”的理解，可以说构成了一种儒家的社会交往
理论。正如试图分析当下社会行动的许多理论一样，基于“报”的社会交
往理论也只是理解社会的一个视角。本文对儒家经典文本的分析，与历
史和现实中人们的实际交往行为有所差别。其中的潜在关联，正是所谓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君子之“道”
( 《周易·系辞上》) 。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中的社会交往都蕴含着伦理
意味，需要我们在历史经典文本的指导下从理论上进行咀嚼、提炼和纯
化。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大大扩充了“关系”的范围，转变了“关
系”的形态，重塑了“关系”中的尊卑秩序，使得人们对于“伦”的认识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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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变。但是，人们仍然基于“伦”来理解“报”，并在不断调整的人际关
系和人情往来中寻找微妙精细的分寸感。在这一过程中，用“自卑而尊
人”的姿态相互交往，以尊敬他人的方式体会内在的自尊，并且在往来施
报中实现心意的相通，这必然是中国社会中人人心向往之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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